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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决策的概率权重偏差：心理机制与优化策略* 

孙庆洲  邬青渊  张  静  江程铭  赵  雷  胡凤培 
(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, 杭州 310023) 

摘  要  概率权重偏差指人对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估计与客观概率的差异。它影响投资、投保、医患沟通等

方面。“重结果轻概率”的非补偿性策略和参照点诱发的情绪波动会引发概率权重偏差; 改变“概率”的描述形

式、“结果”的情绪体验、“损益”的参照点、风险的心理距离等可调整权重偏差、优化决策。未来需深究权重

偏差的适用情境、机制关联及偏差辨别等问题。 
关键词  概率权重偏差; 结果维度; 概率维度; 参照点; 情绪体验; 优化策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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对事件发生概率的权重偏差会影响人类的判

断与决策, 探索人类概率权重偏差的规律是富有

意义和前景的科学问题(Fox & Poldrack, 2009)。在
现实生活中, 由于不善于表征和理解概率信息, 人
们时常无法准确估计概率事件的发生(Pachur, Suter, 
& Hertwig, 2017), 如高估中得彩票的机率和遭遇

车祸的机率、低估通过考试的机率和手术成功的

机率等。这些偏差影响着生活的诸多方面, 如盲

目购彩、过度投保、考试高压、手术焦虑等。为

此, 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, 如诺贝尔经济学奖

获得者 Kahneman、有限理性的倡导者 Gigerenzer、
齐当别规则的提出者李纾等, 一直在探索人类概

率权重偏差的规律。特别是, 近年来, 围绕着这一

问题, 科学家们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, 不少成

果发表在《Nature》、《Science》等国际顶级期刊

上(Athey, 2017; Prelec, Seung, & McCoy, 2017), 
掀起了概率权重偏差的研究热潮。值得注意的是, 
虽然现有研究对概率权重偏差的特征做了深入探

究, 也取得了重要发现, 但是仍有两个亟待回答

的问题：(1)人为何存在概率权重偏差？(2)如何改

变(增大或减小)概率权重偏差来优化决策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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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研究首先基于“选择”和“赋值”范式梳理和

比较了概率权重偏差的特征; 其次, 提出了“重结

果轻概率”的非补偿性策略和参照点诱发的情绪

波动如何影响概率权重偏差;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

调整权重偏差的策略。最后, 提出未来值得探索

的问题。 

1  概率权重偏差 

概率权重偏差(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)指
人 们 对 事 件 发 生 的 主 观 概 率 估 计 (weight of 
probability; w (p)) 与 该 事 件 发 生 的 客 观 概 率

(probability; p)不一致的现象(w (p)  p; Fox & 
Poldrack, 2009; Gonzalez & Wu, 1999; Tversky & 
Kahneman, 1992)。在现实生活中, 人们时常存在

概率权重偏差。例如, 人们很清楚投掷一枚硬币

后人头面朝上的客观概率为 50%, 但在其心里该

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可能高于或低于 50%。 
1.1  基于“选择”的推演 

累积预期理论(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)和
双参数理论(double parameters theory)采用“选择”
任务(pairwise choice task; PC 任务)推演出概率权

重偏差特征 , 他们认为人们会选择“期望值最大

化”的选项, 可依据选项推导出概率被高估还是被

低估(Gonzalez & Wu, 1999; Tversky & Kahneman, 
1992)。 

以俄罗斯轮盘赌(Russian roulette)为例, 试想

你将装有子弹的左轮枪(可装 6 发子弹)旋转轮子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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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准太阳穴扣动扳机。如果有机会花钱从弹膛里

买出一颗子弹, 把子弹数从 4 减到 3 和从 1 减到 0
两种情况, 你会出同样的价格吗？虽然两种情况

都只能减少 1/6 的死亡率, 但大多数人愿意花更

多的钱使死亡率从 1/6 变成 0 (Kahneman & 
Tversky, 1979)。由此推论, 人们对客观概率的感

受性呈现非线性特点(即高估小概率而低估中大

概率)。类似地, 基于人们在 A (0.1%获益$5000)
和 B (确定获益$5)之间选择前者, 而在 C (99.999%
获益$5000)和 D (确定获益$4995)之间选择后者, 
可推导出小概率被高估而大概率被低估。 

通过不同概率下的“选择”, 累积预期理论和

双参数理论推演出概率权重偏差的两个特征：一

是对概率信息变化的辨别力偏差; 二是对概率信息

的吸引力偏差(Gonzalez & Wu, 1999; Suter, Pachur, 
& Hertwig, 2016; Tversky & Kahneman, 1992)。他

们以事件发生的客观概率(p)为横坐标, 以事件发

生的主观概率(w (p))为纵坐标, 将上述两个特征

在概率权重函数曲线上展现出来。 
概率权重的辨别力偏差(bias of discriminability 

of probability weighting)反映了人们对事件发生主

观概率的增量变化与事件发生客观概率的增量变

化的不一致性(Tversky & Kahneman, 1992)。如图

1 左, 个体 1 和个体 2 在概率权重辨别力上(即权

重函数曲线的曲度上)存在明显差异：个体 1 的辨

别力(w1)明显高于个体 2 (w2)。如, 当客观概率 p
从 0.2 到 0.8 变化时, 个体 1 主观概率 w1(p)的变

化幅度要明显大于个体 2 主观概率 w2(p)的变化

幅度。研究表明, 个体存在概率权重的辨别力偏

差, 其权重函数呈现出“倒 S”形特点, 即小概率被

高估(w (p) > p; p < 0.5)而大概率被低估(w (p) < p; 

p ≥ 0.5) (Fox & Poldrack, 2009; Kliger & Levy, 
2008; Pachur, Hertwig, & Wolkewitz, 2014; Suter, 
Pachur, Hertwig, Endestad, & Biele, 2015)。这导致

风险态度呈现四重模式：小概率获益时风险寻求; 
中大概率获益时风险规避; 小概率损失时风险规

避; 中大概率损失时风险寻求(Tversky & Kahneman, 
1992; Sun, Zhang, Zhang, & Zhang, 2018)。 

概率权重的吸引力偏差(bias of attractiveness 
of probability weighting)反映了对事件发生的期待

与事件发生客观概率的不一致性程度(Gonzalez & 
Wu, 1999)。在权重函数曲线上表现为曲线的整体

高度。如图 1 右, 个体 1 和个体 2 在概率权重辨

别力上(即权重函数曲线的曲度上 )无显著差异 , 
但在概率权重吸引力(即权重函数曲线的整体高

度上)上存在显著差异：决策事件对个体 2 的吸引

力(w2)明显高于对个体 1 的吸引力(w1)。在现实生

活中, 这种差异也常存在, 如有的人对体育彩票

赌注的热衷度远大于对政界选举赌注的热衷度 , 
而有的人恰好相反, 这反映了他们在这两件事上

概率权重吸引力的差异(Fox & Poldrack, 2009)。 
1.2  基于“赋值”的测量 

除了基于“选择”的推演, 研究者还用“赋值”
法直接测量概率权重偏差(Brandstätter, Kühberger, 
& Schneider, 2002; Hansen, Jacobsen, & Lau, 2016; 
Hey, Morone, & Schmidt, 2009; Li, He, Li, Xu, & 
Rao, 2009; Litchfield & Piza, 2017; Sun, Zhang, Sai, 
& Hu, 2018)。比如, 给定一张 1%获益$5000 的彩

票, 要求人们写出愿意花多少钱购买(willingness- 
to-pay or report buying price; BID 任务)、愿意花多

少钱卖出(willingness-to-accept or report selling price; 
ASK 任务)或者赋予该彩票一个心理价(certainty 

 

 
 

图 1  概率权重偏差的辨别力参数(左)和吸引力参数(右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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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quivalents; BDM1 任务)等, 通过对比赋值与实际

价值的高低来判断概率事件被高估还是被低估

(Brandstätter et al., 2002)。 
值得注意的是 , 基于“赋值”测量与基于“选

择”推演的概率权重偏差并不总是相互吻合(李纾, 
2016; 梁哲, 李纾, 许洁虹, 2007; Hansen et al., 2016; 
Li et al., 2009)。例如, 在俄罗斯轮盘赌中, Li 等
(2009)通过 BID 任务直接测量了人们对概率变化

的真实感受。发现出价金额随着子弹数的增加呈

递减趋势, 这与基于“选择”的推演并不吻合。按照

“选择”推演的权重函数, 高估小概率会导致：相比

子弹数从 2 减到 1, 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从 1 减到

0; 低估大概率则导致：相比于子弹数从 5 减到 4, 
人们愿意花更多的钱从 6减到 5, 即出价金额应该

呈现出 U 形趋势。类似的“赋值”与“选择”的矛盾

可参见 Lichtenstein 和 Slovic (1971)。当然, 也有

研究采用“赋值”法(如 BDM 任务)测量到与“选择”
推演相吻合的概率权重偏差 (Brandstätter et al., 
2002; Sun et al., 2018)。 

Hey 等(2009)从两个指标上比较了 PC 任务、

BID 任务、ASK 任务和 BDM 任务的优劣：一是

测量噪声(noise of the elicitation method), 即多次

测量结果的稳定性, 发现 PC 任务的测量噪声最

小, BDM 任务其次, ASK 任务和 BID 任务最大; 
二是测量偏差(bias of the elicitation method), 即
实测结果偏离所测结果的程度, 发现 PC 任务的

测量偏差最小, BDM 任务和 ASK 任务其次, BID
任务最大。究其原因, 我们推测, 在 ASK 任务和

BID 任务中人们可能存在现状偏差(status-quo bias)
或定价偏差(pricing discrepancy)：定价常高于实际

值, 而出价则常低于实际值。在 BDM 任务虽然没

有明显的测量偏差, 但是测量任务本身的复杂性

可能导致人们在答题时运用启发策略, 产生内置

性偏差。 

2  为何存在概率权重偏差？ 

2018 年, “滴滴顺风车事件”引爆舆论(中国新

闻网 , 2018), 在吐槽滴滴公司和谩骂司机之余 , 
更值得深思的是为何“小概率”能引发如此“大影

                     
1 Becker-DeGroot-Marschak Method (BDM):  
https://en.m.wikipedia.org/wiki/Becker%E2%80%93DeGroot
%E2%80%93Marschak_method  

响”。滴滴公司年订单量数十亿(新浪科技, 2018), 
而类似事件的发生率仅有几亿甚至几十亿分之一, 
远低于其它行业的事故率 , 似乎人们更关注“结
果”而疏忽“概率”。另外, 类似事件越是凶惨、性

质越是恶劣, 似乎对舆论产生的影响越大(中国消

费者协会, 2019)。本文从这两个视角解析了概率

权重偏差的心理机制。 
2.1  “果”肥“率”瘦 

人们常常搜索、加工和分析一定量的信息去

判断、评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(Diederich & Oswald, 
2016; Fisher, 2017; Mullett & Stewart, 2016; 
Venkatraman, Payne, & Huettel, 2014)。但是, 由于

感知觉和认知能力的局限, 人们无法综合权衡各

种信息, 而是运用有限的信息进行启发式的判断

(汪祚军, 李纾, 2012; Brandstätter, Gigerenzer, & 
Hertwig, 2006; Pachur, Schulte-Mecklenbeck, Murphy, 
& Hertwig, 2018)。“结果”信息相对具体、生动, 较
容易被理解和表征, 而“概率”信息相对抽象、晦涩, 
较难被理解和表征,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采用“重结

果轻概率”的非补偿性策略进行判断和决策(Pachur 
et al., 2014, 2017, 2018)。相比于综合权衡“结果”
和“概率”信息的补偿性策略, 上述非补偿性策略

会诱发更大的权重偏差(Pachur et al., 2018; Suter 
et al., 2016)。 

补偿性策略反映了个体在决策中综合权衡

“结果”和“概率”维度进行决策(Pachur et al., 2014)。
例如, 当面临选项 A (1%, ¥100; 99%, ¥0)和 B 
(100%, ¥1)时, 如果个体采用补偿性策略, 没有哪

个选项会被赋予更高的权重：选项 A 的结果优势

(即¥100)会被其概率的劣势(即 1%)所补偿, 选项

B 的概率优势(即 100%)会被其结果的劣势(即¥1)
所补偿(图 2 右)。因此, 个体越倾向于使用补偿性

策略, 其概率权重越准确。 
“重结果轻概率”的非补偿性策略反映了个体

在决策中仅通过比较“结果”维度进行决策而疏忽

相应的“概率”维度(如 minimax 策略、maximax 策
略、probability-neglect 策略; Pachur et al., 2014, 
2018)。例如, 当面临选项 A (1%, ¥100; 99%, ¥0)
和 B (100%, ¥1)时, 如果个体更多地比较结果信

息(即比较¥100, ¥0 和¥1)而忽略相应的概率信息

(即忽略 1%, 99%和 100%), 因为“¥100”和“¥1”的
差异明显大于“¥0”和“¥1”的差异, 所以个体会赋

予选项 A 更高的权重, 即小概率被高估。再如, 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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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 概率权重偏差的“注意分配”解释机制示意图 
 

面临 C (99%, ¥100; 1%, ¥0)和 D (100%, ¥99)时, 
如果个体更多地比较结果信息(即比较¥100, ¥0 和

¥99)而忽略相应的概率信息(即忽略 99%, 1%和

100%), 因为“¥99”和“¥0”的差异明显大于“¥100”
和“¥99”的差异, 所以个体会赋予选项 D 更高的权

重, 即大概率被低估(图 2 左)。因此, 个体越是“重
结果轻概率”, 其高估小概率和低估中大概率的

偏差越大。例如, 无论是政府政策制定者还是民

众都时常高估恐怖袭击的小概率事件, 因为人们

多关注恐怖袭击的严重后果而忽视其发生的概率

(McGraw, Todorov, & Kunreuther, 2011)。孙庆洲

(2017)通过信息板技术 , 发现个体越关注“金额”
维度、疏忽“概率”维度, 其高估小概率事件、低估

中大概率事件的偏差越大；通过凸显信息操纵信

息关注, 发现相对于凸显概率信息, 凸显结果信

息时小概率更加被高估、大概率更加被低估。 
2.2  “地板”上的渴望与“天花板”上的担忧 

风险概率不同, 人们的“损益”参照点亦不同, 
不同的参照点会诱发不同的情绪体验, 进而导致

概率权重出现偏差。例如, 小概率获益时(如风险

选项：1%获益¥100, 99%获益¥0; 确定选项：100%
获益¥1), 人们以“小获益” (100%获益¥1)为参照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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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于“小获益”, 对有可能“获得大收益” (¥100)
产生“渴望”, 这种情绪越强烈 , 越会选择风险选

项, 表现出高估小概率偏差(参见图 3-(1)); 大概

率获益时(如风险选项：99%获益¥100, 1%获益¥0; 
确定选项： 100% 获益 ¥99), 人们以 “大获益 ” 
(100%获益¥99)为参照, 相比于“大获益”, 对有可

能“不获益” (¥0)产生“担忧”, 这种情绪越强烈 , 
越会选择确定选项 , 表现出低估大概率偏差 (图
3-(2)); 小概率损失时(如风险选项：1%损失¥100, 
99%损失¥0; 确定选项：100%损失¥1), 人们以“小
损失” (100%损失¥1)为参照, 相比于“小损失”, 对
有可能遭受“大损失” (–¥100)产生“担忧”, 这种情

绪越强烈, 越会选择确定选项, 表现出高估小概

率偏差(图 3-(3)); 大概率损失时(如风险选项：

99%损失¥100, 1%损失¥0; 确定选项：100%损失

¥99), 人们以“大损失” (100%损失¥99)为参照, 相
比于“大损失”, 对有可能“不损失” (¥0)产生“渴
望”, 这种情绪越强烈, 越会选择风险选项, 表现

出低估大概率偏差(图 3-(4))。 
这种参照点−情绪体验机制得到实证研究的

支持。例如, Brandstätter 等(2002)发现个体对小概

率获得大收益的预期愉悦度能预测其高估小概率

事件的偏差, 而对有可能不获益的担忧度能预测

其低估中大概率事件的偏差。孙庆洲(2017)发现小

概率损失时, 个体以“小损失”为参照, 越害怕风

险选项中有可能遭受的“大损失”, 越会高估小概

率事件; 大概率损失时, 个体以“大损失”为参照, 
越渴望风险选项中有可能“不损失”, 越会低估大 

 

概率事件。Tyszka 和 Sawiciki (2011)让孕妇评估

自己生下畸形儿童的概率, 结果发现, 孕妇以“生
育正常儿童”为参照, 对“有可能生育畸形儿童”的
担忧诱发了概率权重偏差。特别是, 相对于呈现

中性情绪图片, 当给孕妇呈现负性情绪图片(如唐

氏综合征儿童图片)时, 孕妇更容易高估生育畸形

儿童的概率。Rottenstreich 和 Hsee (2001)给被试

两种奖励选择：一是有机会获得$50, 二是有机会

亲吻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。结果发现：当这种机

会为 100%时, 被试更愿意选择前者, 而当这种机

会为 1%时, 被试更愿意选择后者。说明在小概率

获益时, 人们更愿意选择有较强积极情绪体验的

选项(即亲吻电影明星)。同样地, 当给被试两种惩

罚选择：一是有机会遭受罚款$20, 二是有机会遭

受短暂电刺激。结果发现：当这种机会为 99%时, 
被试更愿意选择后者, 而当这种机会为 1%时, 被
试更愿意选择前者。同样说明在小概率损失时 , 
人们更愿意躲避有较强消极情绪体验的选项(即
电刺激)。 

3  如何改变概率权重偏差？ 

基于上述解释机制, 本文试图从改变“概率”
的描述形式、“结果”的情绪体验、“损益”的参照

点、风险的心理距离等视角, 探究如何调整概率

权重偏差。 
3.1  当“5%”变成“百人中有五人” 

相同的风险事件可以有不同的描述形式, 例
如, 当医生给病人讲解手术风险时, 可以用百分 

 
 

图 3  概率权重偏差的“参照点−情绪体验”解释机制示意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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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(手术失败率为 5%)、频数(每 100 个病人手术后

有 5 人手术失败)、图表(饼图呈现出手术失败所占

的比例)等形式描述。不同的描述形式会影响人们对

风险的感知(Oudhoff & Timmermans, 2015; Lermer, 
Streicher, Sachs, Raue, & Frey, 2015; Trautmann & 
van de Kuilen, 2012; Zipkin et al., 2014)。例如, 
Evans, Handley, Perham, Over 和 Thompson (2000)
发现, 当描述形式以符合人们心理模型的形式呈

现时, 人们更容易理解风险信息, 如频率比机率

的描述形式更容易让人理解, 所以更容易让人们

准确地评估概率。Stone, Yates 和 Parker (1997)将
概率的描述形式分成两种：数字式和图表式, 他
们发现, 相对于数字式, 图表式的描述能明显降

低冒险行为。此外, 言语描述形式也会影响风险

感知, Fagerlin, Zikmund-Fisher 和 Ubel (2011)发现, 
相对于用复杂的语言、相对风险的描述形式, 用
简明的语言、绝对风险来描述概率信息能使人们

更容易理解风险概率。概而言之, 相对于复杂抽

象的描述形式(如百分比、复杂言语、相对概率、

表格等), 简单具体的描述形式(如频数、简单言

语、绝对概率、图等)能使人们更加客观地估计概

率信息。 
3.2  当“电击”变成“罚款” 

风险事件的预期结果不同既影响人们对“结
果”信息的关注 , 又影响人们对决策事件的情绪

体验, 进而有可能影响概率权重偏差。Sun等(2018)
比较了不同预期结果对概率权重偏差的影响, 结
果表明, 相对于高情绪体验、高后果严重性的风

险结果, 低情绪体验、低后果严重性的风险结果

更能降低概率权重偏差。相似地, Pachur 等(2014)
呈现了两类风险结果：高情绪体验(药物副作用)
和低情绪体验(罚款), 发现风险结果的情绪体验

越高, 人们的概率权重偏差越大。此外, Rottenstreich
和 Hsee (2001)也发现, 相对于低情绪唤醒度的刺

激(即金钱), 高情绪唤醒度的刺激(即亲吻电影明

星)诱发了更大的概率权重偏差; 相对于低后果严

重性的刺激(即罚款), 高后果严重性的刺激(即电

刺激)诱发了更大的概率权重偏差。 
3.3  当“地板”变成“天花板” 

如果“损益”参照点影响了人们的概率权重偏

差, 那么适当改变参照点应该能改变权重偏差。

来看一个例子, Li (1995)让被试在选项 A (¥5000, 
0.001)和选项 B (¥5)之间选择, 58%的被试选择了

前者, 表现出高估小概率倾向。而后 Li 将这组选

项中的价值量扩大 1000 倍得到选项 C (¥5000000, 
0.001)和选项 D (¥5000), 结果 74%的被试选择了

后者, 表现出低估小概率倾向。在前一个选择中, 
被试以“小获益” (获益¥5)为参照 , 相比于“小获

益”, 对有可能获得“大收益” (¥5000)产生“渴望”, 
驱使其风险追求; 而在后一个选择中, 参照点发

生了改变 , 由“小获益”变成了 “大获益” (获益

¥5000), 相比于“大获益”, 对有可能“不获益” (¥0)
产生“担忧”, 驱使其风险规避。这种参照点的改变

反转了人们的权重偏差。 
3.4  当“我的”变成“他的”、“近的”变成“远的” 

心理距离是普遍存在于现实风险决策中的重

要因素, 对于发生在近期与远期(时间距离)、近处

与远处(空间距离)、自己与他人身上(社会距离)及
可能与不可能(假设性)的风险事件, 人们可能带有

不同的情绪状态和认知关注、做出不同的认知判

断或行为反应(Trope & Liberman, 2010; Williams, 
Stein, & Galguera, 2014)。个体与决策事件心理距

离的远近会影响其概率权重。例如, Sun, Liu, Zhang
和 Lu (2017)发现, 相对于为自己决策, 人们在为

他人决策时高估小概率事件、低估中大概率事件

的偏差明显减小; 相对于为朋友决策, 人们在为

陌生人决策时概率权重偏差亦明显减小。Wang 等

(2018)采用仿真气球任务比较自我决策和群体决

策的差异, 发现个体为群体决策时更保守, 说明

由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距离感降低了个体的冒险性(类
似的研究参见 Pahlke, Strasser, & Vieider, 2015)。
Sun 等(2018)让个体采用自我抽离(如“从在第三人

称角度思考问题”或采用“fly on the wall”的方式思

考问题)或自我沉浸(如“从第一人称的角度思考问

题”)的方法评估概率事件的发生, 结果表明：相对

于自我沉浸的个体, 自我抽离的个体高估小概率

事件、低估中大概率事件的偏差明显降低。与此

类似, Faro 和 Rottenstreich (2006)比较了个体为自

己决策和预期他人决策的概率权重差异, 发现相

对于为自己决策, 个体在预期他人决策时对概率

信息的估计更准确。Trautmann 和 de Kuilen (2012)
要求被试对大概率事件进行等价赋值 , 发现在

84%获得€300 的大概率事件上, 被试为当下的自

己决策时赋值约为€113, 而为一个遥远乡村的他

人决策时赋值约为€162, 表明空间距离和社会距

离的增加减小了低估大概率事件的偏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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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总结与展望 

当前研究从注意分配和参照点的视角探讨了

概率权重偏差的解释机制, 基于此提出了改变权

重偏差的策略。从理论上将研究触角伸向权重偏

差背后的认知−情绪机制 , 深化了注意分配的不

均衡性、损益参照点诱发的情绪体验在权重偏差

中的作用; 从实践上为投资、投保、投股、医患

沟通中改变权重偏差、优化决策提供些许建议。

当然, 在分析和梳理的过程中, 有以下问题值得

深究。 
4.1  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 

“期望法则”理论流派认为人们会选择“期望

值最大化”的选项, 依据选项推演出概率权重函数

(Gonzalez & Wu, 1999; Tversky & Kahneman, 1992)。
但是, Li等(2009)采用 Kahneman和 Tversky (1979)
的实验材料(俄罗斯轮盘赌), 发现基于“赋值”报
告的期望值与基于权重函数推演的期望值相悖。

Li (1995)基于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选择问题, 
设计了 13 组特殊的选择问题, 将 50%以上被试的

选择视为具有最大价值的选项, 结果发现, 被试

的选择并不遵循“期望值最大化”, 如在 A (¥5100, 
0.01; ¥5, 0.99)和 B (¥5100, 0.01; ¥5000, 0.001)选
择时 56%的被试选了 A。因此, 关于“期望值最大

化”原则及其推演的权重函数还有待未来深究 , 
或许它适用于某些而非全部决策情形。 
4.2  “果”之忧与“率”之略 

人们对结果的情绪体验会影响对概率的关

注。例如, Suter 等(2016)发现, 人们越担心药物副

作用, 越疏忽其概率信息。McGraw 等(2011)发现, 
政策制定者越担心民众责备, 越疏忽恐怖袭击的

发生概率 , 导致过高的防恐预算。孙庆洲(2017)
发现, 人们对小概率获得大收益越期待, 对其发

生的机率越疏忽, 并且发现情绪体验的改变会影

响信息关注, 而信息关注的改变并未影响情绪体

验。这暗示在权重偏差的解释机制中, 情绪通道

影响认知通道, 并且在双通道中似乎情绪通道占

优, 这有待未来研究的进一步检验。 
4.3  “好偏差”“坏偏差” 

虽然人对客观概率的估计存在“偏差”, 但这

并不意味着“偏差”一定是不好的, 有时它恰恰是

一种生态理性的体现, 是人适应自然和社会环境

的结果(吉仁泽, 泽尔腾, 2016) (比如, 当你在某

处偶然遭遇袭击 , 以后经过此处都会格外小心 , 
这是一种本能的避害反应)。只不过当人形成的固

有“偏差”泛化到不该泛化的情形时, 这种“偏差”
才需要被调整。例如, 行人高估遭遇车祸的机率, 
所以不愿闯红灯, 这种高估“偏差”就不应该被减

小, 而应该被增大(如交警可通过“罚款”代替“说
教”, 提高行人对“结果”的情绪体验, 降低违规行

为)。相比之下, 病人高估手术失败的机率而过分

焦虑, 这种高估“偏差”就需要被减小(如医生可用

“频数”代替“概率”的形式讲解手术失败率, 让病

人更加准确地理解概率信息)。在现实生活中, 有
关“偏差”的辨别与调整仍需进一步探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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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 in risky decision making: Psychological 

mechanism and optimizing strategies 

SUN Qingzhou; WU Qingyuan; ZHANG Jing; JIANG Chengming; ZHAO Lei; HU Fengpei 
(School of Management,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, Hangzhou 310023, China) 

Abstract: 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 refers to the deviation between the perceived likelihood and the 
objective likelihood of an event, which affects investment, insurance, doctor-patient communications, etc. 
The non-compensatory strategy in which people give more weight to “outcomes” than “probabilities”, and 
the emotional fluctuation induced by the reference point cause 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; changing the 
description of “probabilities”, emotional experience of “outcomes”, reference point of “gains and losses”, 
and psychological distance from risk, can adjust such bias and optimize decision-making. Future studies 
need to further explore the issues, such as its application situations, mechanism correlations, and the 
identification of 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. 
Key words: probability weighting bias; outcome dimension; probability dimension; reference point; emotional 

experience; optimizing strateg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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